
农业科学 
第 8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 

 Agricultural Science 

“三治融合”理念下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实践逻辑与路径 

选择 
 

齐伟  范书航 

沈阳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 

DOI:10.12238/as.v8i3.2824 

 

[摘  要]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已逐渐上升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探

索和建立农村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目前,传统的农村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通过

诉讼和非诉讼方式,但面对农村纠纷不断涌现但解决效果不佳的情况,这主要表现为主观、客观和法律三

方面的问题。因此,在“三治融合”的理念指导下,我们应该在自治层面加强农民的多元化解意识,完善

多元调解的管理制度,在德治层面加强德治以促进和解的能力,加强乡贤理事会的建设,在法治层面完善

调解制度,促进有效衔接,并提升多元解纷手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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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s context, resolving rural, agricultural, and farmer issue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entire party's work. By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a ruraliz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we 

can effectively resolve these disputes. Currently, the traditional rural relief measures mainly involve litigation and 

extra-judicial means, but give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rural disputes but poor resolution outcomes, this 

mainly reflects subjective, objective, and legal issues. Therefor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the three 

forms of governance," we should strengthen farmers' multi-dimens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awareness at the 

autonomous level,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multi-dimensional mediation, enhance the ability to 

promote reconciliation through moral governance at the level of moral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lders' councils, and improve the mediation system at the level of rule of law to promote effective linkage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multi-dispute resolution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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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农村经济也呈现出持

续增长的态势。农民的价值观和权益需求也开始呈现多样性,

农村矛盾和纠纷表现出多元与复杂的特点。我国虽然通过传承和

创新,形成了多元化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但因缺乏内在的统一协

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已无法满足农村纠纷化解

的现实需要[1]。为此,党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利用“三治融合”

方法来构建农村的纠纷解决机制,将极大地推动纠纷的有效化解,

为基层治理的创新途径提供动力,进一步增强基层治理的效能。 

1 传统的农村纠纷解决方式 

1.1诉讼方式 

诉讼方式为当事双方提起争议直至法庭,法院作为主要的

纠纷调解机构来组织和管理诉讼过程,并按照法律做出裁决。鉴

于法院是一个属于国家公共权力的权威机构,它在处理纠纷时

始终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并且不被当事人的行为所干扰,保证按

照规定作出公正判决。在农村发生民事或者轻微刑事纠纷情况

下,采用调解、和解等非起诉手段对这些纠纷进行处理似乎更合

适。农村争议每年的数量持续攀升,如果选择通过法律手段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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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些纠纷,可能导致司法资源和公共支出的不必要浪费,并且

有些农村的争议其实并不适合使用诉讼手段来解决。 

1.2非讼方式 

“非讼机制”可以定义为不在民事诉讼制度内的非诉讼争

议的解决手段、流程或体制的总称。在新型农村纷争的背景下,

非诉的处理方法能够充分反映新型农村纠纷的独特性,并为该

问题提供有力的解决策略。非讼机制倾向于通过谈判与对话而

非直接对抗的手段,这样的机制更有益于维护农村社群中的人

际交往,并推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非诉讼方式允许参与者

选择乡村传统或习俗来解决争端,或者利用非法律专家的介入。

在处理农户之间的纠纷时,这种方法能够在有效地解决问题的

同时,也能够达到逻辑与法律的完美结合。 

2 “三治融合”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逻辑 

现阶段,我国的基层政府在处理纠纷时普遍遭遇到如行政

化偏见、权责不匹配、信息偏差、及制度的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有必要探索并创建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在多元

主体共同管理式纠纷的解决策略。 

2.1自治：农村纠纷化解的基石 

自治已经成为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的中心理念。自治被看作

是法制和道德治理的中心与目标,自治的进步导致纠纷解决从

事后调解转变为事前和事中双重的处理方式,并且自治可以作

为调解工作的基础与保护屏障,进而确保纠纷得到有力的解决。

我们应当致力于大幅减少争端的发生,促进争端的有效处理,以

确保乡村治理的能力和结构能够迈向现代化水平。 

2.2法治：农村纠纷化解的纲领 

农村所发生的争执和纠纷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并确

保在法律允许的界限内得到处理。首先法治保障公平正义实现,

推动乡村居民积极遵循既定规定,熟练运用法律思维处理各种

纠纷,借助法治手段主张自身权益,并视法治为缓解争议的强大

手段。其次法治促进村民依法自治,促进村规民约合法,[3]使乡

规民约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促进其与

国家法冲突的消解[4]。 

2.3德治：农村纠纷化解的核心 

德治在解决纷争方面具备深远的传统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德

治方法具有多样性,采用的手段也是多变的。首先开展德治工作

可以帮助乡村重新形成一套符合发展诉求的道德约束体系,借

助文化感召对行动者进行自我约束,进而为自治和法治工作的

开展创造便利条件。其次,与自治和法治相比,德治在治理上更

倾向于采纳一种更为灵活的方法,这种方式可以为乡村的建设

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交环境。 

3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困境 

3.1农民多元化解决纠纷的主体意识不强 

在最近的几年里,虽然乡村地区在不停地向前发展,但是我

国农民的多元解决纠纷意识仍较为不足。首先,我国在向广大农

民推广法治知识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只是肤

浅存在。当争议发生时,不懂得如何正当地运用他们的权利来维

护个人的权益,并经常会忽略使用调解、仲裁等非诉讼途径来维

护自己的权利。另外,许多农民受到农村文化传统的较大冲击,

因此他们常常觉得在法律文本里有一些“人际关系”。农民将纠

纷诉诸法院,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法律解决纠纷、提供正义的合

法性认同,而是他们内心仍缺乏对于法律的信任[5]。 

3.2农村纠纷解决机构的资源配置不均衡 

现阶段,我国乡村的多元纠纷解决策略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绝大多数乡村并未充分考虑到争议解决机构的构建,这些机构更

多地呈现出形式主义的倾向。首先,解决纠纷的工作者在业务上

显得不太充足。农村的解纷团队在他们处理争端的时候,更多地

依赖历史经验,而不是当前的法律方针。在新时代农村复杂多变的

社会矛盾面前,他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导致无人关心和管理

的窘境,这导致了农民对于解决纠纷的团队持有较多的不信任。 

其次,纠纷解决机构的基础保障不足。由于村干部对多元化

解机制的不重视,以及受经费不足的限制,目前相当数量的基

层调解委员会没有固定的工作场地,其软硬件设置均严重缺

失[6]。这种情况使得纠纷解决机构呈现出缺少专业知识和过于

形式化的倾向,处理纠纷的相关机构在体制管理上有明显的短

板。为了有效地进行解纷工作,建立和完善机构的标准化管理是

至关重要的。 

3.3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的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农村的调解实践中,由于缺少法律思维的应用和贯

彻,法律的根本作用常常被置于调解的流程之外。另外,调解手

段与其他类型的法律诉讼、仲裁程序以及非审议性机制之间的

联接依然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当农村基层调解机构在处理

复杂的矛盾和纠纷时,其能力显得相对不足,当事方往往倾向于

寻找不同的解决途径,导致其操作流程显得相当混乱,有时甚至

出现操作过程的重复。 

而且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已为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中的相关问题制定了有力的条款,但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仍然碰到了一些挑战和问题。[7]一方面,鉴于纠纷主

要涉及的当事人为农民,且他们的教育水平较为有限,这使得在

争议需要取证的情况下遭遇困境。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

纠纷调解仲裁法为那些对该裁决感到不满的当事人设定了一个

30日的时限,这种非终结性的解决方式削弱了仲裁机制的原有

功能,从而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同时,纠纷一旦进入诉讼程序,

也代表着仲裁程序的过滤功能并未发挥作用[8]。 

4 “三治融合”理念下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的路径选择 

4.1增强农民多元化解意识,完善多元调解管理制度 

为了提高农民对多元化解的认识和理解。首先,我们必须加

强对农民的法律普及教育。其次,还应该加大对农村纠纷多元化

解决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司法改革进程,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体系。最后,政府应积极发挥自身职能,在立法方面制定出一

套完整、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以保障农村地区纠纷处理工作能

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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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调解管理制度。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农村调解组织与

调解员名单的联合管理机制。我们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存

在着差异,因此,应当建立统一的调解组织名录制度来规范各个

地区的农村调解组织以及调解员队伍。可以参照《上海市促进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第21条,我们也为调解员提供了分级和

分类的管理制度,从而建立了一个内容丰富、信息全面且组织架

构明确的登记管理系统。另外,为了实现调解员的入场及离场制

度,我们需要构建专门的调解机构,并建立针对调解员的工作评

估和监督机制。 

4.2增强德治促进和解能力,加强乡贤理事会的建设 

德治被认为是推动当事者进行协商和和解的主导文化基石,

德治与乡村的情感和文化紧密相连,一个地域中的文化传统悄

然而至,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乡村居民。在社会的转变阶段,

我们不应该仅因为市场经济的变化就断定道德已不再适应新的

社会需求。相反,我们需要培养与这种社会转型期匹配的道德观,

并为纠纷双方提供更多的和解机会,让他们能够表达与解决的

决心和立场。 

为了充分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效能,应当针对乡贤主

体,加强乡贤理事会的建设。例如云浮市印发《关于培育和发展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在自然村建立乡

贤理事会,通过人员遴选与组织运行相结合的方式,协助村“两

委”参与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9]在选择的流程上,根据各自然

村的人数分布确定理事会成员名单,并由相应的村民小组进行

推荐。在管理上,我们详尽地记录了各个乡贤的各种身份、能力、

以往的纠纷解决经历以及其处理争议的方法,这有助于当地村

民基于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来参与。 

4.3宣传多元处理方式,促进诉讼与调解的协同合作 

首先需要在组织方面实现有效的衔接,同时还需加强与村

民代表会议之间的联系,通过建立协商机制来协调各方关系。此

外。在正式提起诉讼之前,基层法院积极推动纠纷当事人进行

调解,并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深度的审查,以确保其合法性并

依法得到确认,进而赋予其法律约束力。地方法院已经实施了

农村纠纷排查制度,有效控制了农村纠纷的最新动态和未来

发展方向。 

针对农村纠纷所揭示的问题,进行典型案例的传播和宣扬。

大力推广司法的公正原则,消除村民误以为打官司等行为是建

立关系的误解,提升他们的法制化意识,并针对误判的案件采取

法律纠正措施,进而降低他们的上访频率。村民通过司法的宣传

活动来认识到各种纠纷处理方法的实效性和其优缺点。用村民

喜爱的手法,将法治的理念融入到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中,进而

引导村民对司法救济持理性态度。 

5 结语 

党的十九大将“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上升到了

国家顶层设计,党的二十大更为注重完善纠纷解决机制,提升乡

村治理效能,[10]因此,在“自治、法治、德治”的大背景下,我

们需深入反思农村解决多样化纠纷的现有策略,针对中国农村

的具体环境,积极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解决农村纠纷问

题的途径,以强化乡村管理的弱点,这无疑将推动现代化治理水

平的提升和基础治理结构的更全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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